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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符号—思维”发展图谱为核心，综合象征表征理论、执行功能发展模型与文化历史活动论，探

讨 3–6岁幼儿深度学习能力的阶段演化机制与教育干预路径。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结合执行功能测评、结构化课

堂行为观察、教学环境评价与家庭文化资本变量分析，识别出幼儿符号认知向高阶思维发展的三阶段特征：跨模

态匹配、结构化组织与抽象迁移。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三阶符号干预模型”显著促进了幼儿在元认知调节、因果推

理与情境迁移等关键能力的发展。研究进一步发现，教学环境中的符号密度与结构化程度，以及家庭文化资本水

平，对干预成效具有显著交互调节作用。据此，研究提出课程设计、环境创设与家园协同三方面的教育建议，为

提升学前教育质量与促进教育公平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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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 问题提出

在全球教育体系深度变革与核心素养导向不断强化的背景下，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已成为各级教育阶
段的重要发展目标（Fullan, 2023；沈霞娟等，2023）。对于学前教育而言，深度学习的核心基础在于儿童如何通
过感知、操作、转化与抽象逐步建构认知结构，尤其是如何有效运用语言、图像、数字等多种符号系统进行思维
加工、意义表达与迁移应用（王小英&刘思源，2022，2023；叶平枝&李小娟，2023）。然而，当前实践中“符号
学习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符号的教学常被简化为字母描红、数字认读等低层次机械操作，缺乏对符号背后意
义建构与逻辑结构的系统引导，导致儿童的符号使用难以有效支持其认知发展（陈杰琦等，2024；陈迤悦，2022；
马楠，2023；徐琳琳，2025；周欣&王烨芳，2006)。与此同时，OECD（2024）发布的《全球学前教育质量报告》
指出，多数国家在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与元认知发展等关键指标上表现滞后，无法充分满足未来社会对创
新型人才的成长需求。已有研究虽分别从符号认知或思维发展出发开展探索，但整体上仍缺乏对“从符号表征走
向高阶思维”这一发展路径的系统追踪与机制解释。本研究提出，3—6 岁儿童认知系统的演进过程本质上是一个
从“感知性符号经验的积累”，到“抽象结构的建构”，再到“自主调控与反思能力的形成”的螺旋式跃迁过程。要完
整揭示这一过程，必须同时整合神经层面与认知行为层面的研究视角。

神经符号学（neurosemiotics）为此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切入点。Thompson 与 Varela（2001）提出，人类神经
系统并非被动地接收和编码外部信息，而是通过符号系统（语言、图像、手势等）积极参与意义的建构与认知组
织。符号不仅作为学习的媒介存在，更是调节神经活动与驱动认知发展的“内在引擎”。因此，将神经符号学理论
应用于学前深度学习研究，有助于从机制层面深入解析幼儿从表征到思维的认知跃迁路径，为学前教育领域的教
学干预与课程设计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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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论框架

本研究在理论基础上整合了三个具有互补性的经典理论模型，构建了系统且具解释力的认知发展分析框架，
支撑对 3-6岁幼儿深度学习能力发展的路径性研究。

首先，符号中介理论（Symbolic Mediation Theory，Veraksa，2011；Vygotsky & Steiner, 1979）强调，儿童的
心理功能发展根植于社会文化交互过程中，语言、图像、数字等作为中介性符号系统，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中起
到桥梁作用。通过不断使用这些社会化的符号工具，儿童逐步将外部的文化知识结构内化，最终实现从低级心理
功能向高级认知能力的转化。该理论为本研究探讨“符号输入如何驱动儿童认知跃迁”提供了理论起点。其次，执
行功能发展模型（Executive Function Model，Diamond, 2013）从神经科学角度揭示了儿童在完成复杂认知任务时
所依赖的核心心理机制，包括注意力控制、抑制能力、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等。该模型强调前额叶皮层在调控
这些执行功能中的关键作用，提示认知发展不仅是外部刺激输入的结果，更需具备相应的神经加工能力。因此，
将执行功能纳入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何符号刺激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幼儿产生不同的认知加工效果。第三，文化历
史活动理论（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Cole, 1998）则进一步拓展了学习发生的社会文化基础，认为儿
童的学习与认知并非孤立个体内部过程，而是嵌套在具有目标与工具的社会活动中。符号不仅是表征工具，更是
儿童在具体文化情境中进行意义建构、角色扮演与问题解决的媒介。因此，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为研究“环境提供
的符号资源与实践机会如何重塑儿童的思维结构”提供了重要视角。

为增强三种理论之间的系统联结与逻辑整合，本文引入“理论桥梁段”，建构出一个“内在-外在协同模型”：其
中，符号中介理论解释外在文化信息如何通过符号形式输入；执行功能模型解释神经系统如何加工与调控这些输
入；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则提供了儿童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对符号进行重构和迁移的路径机制。三者交互作用，共同
驱动幼儿从“符号识别”出发，逐步建构“逻辑结构”，最终实现“元认知反思”的认知跃迁路径。该整合模型不仅拓
展了对幼儿深度学习机制的多维理解，也为后续干预课程的理论设计、变量测量与机制验证提供了系统化理论基
础。

二、文献综述

2.1 符号表征研究进展

符号表征是儿童认知发展的核心机制之一，特别是在 3-6岁这一象征性思维初步建构的关键阶段，已成为学
前教育研究的重要焦点。早期理论如 Piaget（2013）认为，儿童由感知运动阶段向前运算阶段过渡的关键标志，
正是其象征性功能的发展，即通过图像、语言、动作等符号替代现实事物进行思维。Vygotsky与 Steiner（1979）
则进一步指出，语言符号作为社会交互中最具代表性的中介工具，在儿童内化社会经验与构建心理工具的过程中
发挥着主导作用。近年来，关于符号发展的动态性与非线性特征的研究日益丰富。Fischer（1980）提出的技能层
级建构理论强调认知发展的非线性特征，即儿童在特定情境中通过经验驱动形成阶段性能力跃迁。该观点在后续
研究中得到验证，例如 Tian与 Luo（2021）在积木建构活动中的实证发现表明，3至 6岁儿童的符号表征能力具
有明显阶段性增长特征，特别是在语言引导与图像支持等多模态输入情境下表现更为显著。Walker与Murachver
（2012）的纵向研究进一步指出，30至 48个月龄段儿童的象征理解发展水平能显著预测其日后心智理论与反思
能力，提示 4至 5岁是认知加工模式跃迁的关键窗口期。中文研究也从教育实践角度予以补充与细化。陈迤悦（2022）
在对“建构游戏计划书”的观察中发现，中班幼儿能够将图像、语言与动作融合形成初级符号计划行为，这一行为
与其在建构任务中的持续性和逻辑性呈正相关。陈杰琦等（2024）则提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如汉字篆体、
象形纹样）的引导下，幼儿在认知图式形成与象征性迁移方面表现出文化嵌入性优势。马楠（2023）的绘本阅读
研究显示，图画符号不仅支持儿童图像识读，更能通过视觉线索强化儿童的自主理解路径，构建“视觉鹰架”。此
外，徐琳琳（2025）通过对生活实践场中幼儿图像使用的观察指出，情境真实性越高，幼儿对图像与动作之间的
符号联结能力越强；周欣与王烨芳（2006）也在数概念教学中发现，中班儿童对“数符号-数量-顺序”三者之间的
关系认知形成具备较强的迁移能力。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个趋势：3至 6岁是儿童符号能力由“模仿性输入”向“结
构性整合”转型的关键阶段，其发展路径不仅受制于认知成熟度，也与环境中的文化符号质量、教师引导方式及
多模态支持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在建构理论图谱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实证数据进一步揭示符号表征能力在不
同年龄阶段的跃迁机制及其与高阶认知的耦合路径。

2.2 高阶思维发展趋势

高阶思维（higher-order thinking）是深度学习的核心表征之一，主要涵盖分析（analyse）、评估（evaluate）、
创造（create）等思维维度（参见 Bloom认知目标修订分类，见MyTeachingCupboard, TeachStarter, WeAreTeachers，
2023）。尽管学前儿童尚未完全掌握抽象逻辑工具，但大量研究表明，3–6岁阶段是其高阶思维的萌发期，具备
显著的可塑性（Kelemen, 2019）。在该阶段，儿童逐步形成初步的假设推理、因果判断与观点重构能力，尤其在
具有社会互动支持的教育情境中表现更为明显。美国学前教育指导原则指出，使用高阶提问（Higher-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HOT）能够激发儿童的想象力与推理力。例如，“你为什么这么想？”“还有别的可能吗？”等
问题远比简单的记忆性提问更能激发幼儿的认知加工与语言表达（TeachStarter, 2023）。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
在讲故事或项目式学习等开放性教学活动中，教师采用探究型提问策略，能显著提升儿童在逻辑表达、观点生成
及反思性表达等方面的综合表现（Trickey & Topping，2006）。此外，神经科学研究也为上述行为观察提供了脑
功能证据支持。Perlman et al.（2016）采用功能近红外成像（fNIRS）技术，监测 3–5岁幼儿完成认知柔韧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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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脑部活动，发现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的 HbO浓度变化与任务表现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提
示，即便在学前阶段，复杂思维活动已在神经层面有所体现，且与高阶认知调节机制密切相关。综上所述，已有
研究较为系统地证实了学前阶段高阶思维的早期发展潜力，并指出通过教师提问策略的优化与神经功能研究的融
合路径，可以更好地支持幼儿深度学习能力的构建。这为融合教育学与脑科学视角开展未来教学设计提供了重要
启示。

2.3 符号与思维的交互机制

在发展心理学与教育神经科学的融合研究中，符号系统逐渐被视为不仅是儿童表达外部世界的工具，更是其
思维发生与转化的重要中介机制（Vygotsky & Steiner, 1979；Tomasello, 2005）。儿童通过操作语言、图像、动作
等符号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实质上是其进行认知组织、概念重构与反思加工的过程（DeLoache, 2004）。因此，
符号表征与高阶思维之间并非线性单向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认知机制网络。实证研究显示，多模态符号操
作能力与高阶认知加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例如，Kirkorian et al.（2016）指出，当学龄前儿童接触语言与图像同
步呈现的学习材料时，其因果推理与问题解决能力得分显著高于仅使用单一符号通道的对照组，表明多模态符号
整合能力是幼儿认知加工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中文研究方面，陈迤悦（2022）通过对“计划书”建构游戏的
观察分析发现，幼儿在图像、语言与行为三种符号系统协同使用的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组织计划性与任务反思
能力，说明符号操作行为已嵌入幼儿初步的思维调节过程中。语言作为最具抽象化与社会性的符号系统，在该机
制中具有特殊地位。研究表明，教师使用结构化语言引导（如对比、推理、反问）能够有效提升幼儿的逻辑建构
与反思能力。Neuman & Wright（2014）的研究指出，在词汇解释与因果语言丰富的教学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其
在批判性问题上的回应水平普遍较高。而冯淑霞（2014）则强调，日常语言教学活动中引入“递进式提问”策略，
如“你还能怎么做？”“如果换一个角度呢？”可以有效激发儿童的观点重构能力与表达意愿。从脑科学角度来看，
这种符号–思维交互机制亦可在神经功能层面得到印证。Emberson et al.（2017）研究发现，3–5岁儿童在参与语
言主导的认知转换任务时，其前额叶皮层激活区域明显扩大，特别是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区域（DLPFC）与语言加
工区域（Broca区）之间存在同步激活趋势，表明语言符号加工在调控高级认知中的神经基础作用。总体而言，
当前研究逐步揭示出一个清晰趋势：3–6岁阶段是儿童由符号模仿向结构化思维跃迁的关键窗口期，而教师提供
的多模态输入、多层次提问及支持性对话不仅能够促进符号系统的发展，还能作为外部认知工具内化为儿童的元
思维资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构建“符号—思维”交互发展的动态模型，以指导深度学习情境的教学设计与干预路
径优化。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符号输入、多模态整合、提问策略等角度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理论与经验基础。然而，
当前研究多停留在教育观察或行为评估层面，仍缺乏对“符号—认知加工—思维输出”过程的神经机制解释与系统
建模。为此，本研究在上述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结构化行为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尝试在认知神经与教学变量
之间建立桥梁，系统构建“符号—加工—反思”的发展路径模型，为学前儿童深度学习能力的早期识别与干预设计
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

三、研究方法

3.1 样本来源与筛选标准

本研究选取中国长三角地区六所省级示范性幼儿园作为样本来源，纳入 180 名 3至 6岁幼儿（平均年龄为
4.7岁，SD = 0.89），其中男童 92人，女童 88人。样本在性别、家庭文化资本、语言发展水平等主要变量上分
布均衡，具备代表性与可比性。样本筛选依据《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相关发展指标，由幼儿园教师与发展心理测评师联合评估，排除存在智力发育迟缓、重度语言障碍、严重
行为问题等个体，确保研究对象具备符号学习与高阶思维发展的基础条件。

3.2 工具体系与测量变量

为全面揭示幼儿“从符号表征到高阶思维”的发展机制，本研究采用以下三类测评工具，分别涵盖环境结构、
行为表现与认知能力三个层面：

（1）环境结构测评：ECERS-3（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 Third Edition）
使用中文版 ECERS-3对幼儿园环境进行标准化评估，重点关注“语言与识字”“学习活动”与“互动”维度中符号

性材料的投放情况与使用频率。量表采用 1–7分评分方式，三位评估人员接受统一培训，Cohen’s k一致性系数
为 0.89。

（2）行为与认知测评：BRIEF-P与工程思维行为观察量表
通过 BRIEF-P（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Preschool Version）量表评估幼儿的执行功能，

包括抑制控制、自我调节、情绪转换与工作记忆等五项子维度，共 63个条目，由熟悉幼儿的教师完成填写，量
表整体信度α=0.91。

同时结合 Lottero-Perdue等（2021）制定的幼儿工程思维行为观察量表，对“问题提出”“推理构建”“反思调整”
等行为进行记录与评分，总分范围为 0–20，数据由两位研究员分别观察并取均值，以提高测量的客观性与一致
性。

3.3 实验设计与干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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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组间–组内混合实验设计。将 180名幼儿随机分配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90人。整个研究周期包
括三轮测评：

（1）T1（前测）：对两组幼儿分别实施 ECERS-3与 BRIEF-P测评，记录基线水平；
干预阶段（8周）：实验组实施“三阶符号干预模型”，每周 4次、每次 30分钟，内容包括：第 1–2周：具象

锚定阶段，开展“感官–图像–语言”三模态符号配对任务；第 3–5周：系统联结阶段，通过“符号分类”“故事拼图”“图
像排序”等活动建立符号结构意识；第 6–8周：抽象迁移阶段，结合“角色扮演”“计划设计”等项目式学习，引导幼
儿实现符号的概念化与迁移应用。

对照组继续实施日常课程内容，如主题教学与绘本阅读，不引入结构化符号支持策略。
（2）T2（中测）与 T3（终测）：对两组幼儿重复 T1所采用的全部测评工具，追踪干预成效。

3.4 数据分析策略

本研究使用 SPSS 27.0与 RStudio 4.3.1进行统计分析，具体方法如下：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M-ANOVA）：
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在三个时间点上的关键指标变化趋势；多元回归分析：探讨教学环境质量（ECERS-3）与教
师行为支持方式对执行功能（BRIEF-P）与高阶思维行为的预测作用。通过构建“环境–行为–认知”三位一体的分
析框架，结合系统性干预模型与多阶段测量工具，本研究将系统揭示幼儿符号认知发展与高阶思维建构之间的内
在关系，为提升学前深度学习能力提供路径示范与实证依据。

四、研究结果

4.1 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分析

结合三轮测评数据（T1–T3），研究识别出 3–6岁幼儿从符号感知到高阶思维的三阶段发展特征：
第一阶段（3–4岁）：跨模态匹配初步建立。实验组幼儿在“感官—图像—语言”三模态认知任务中表现出逐

步增强的整合能力。行为观察数据显示，其在“问题提出”与“动手尝试”维度评分由 T1时的平均 4.2分提升至 T3
时的 6.5分（F(1, 88)=9.13, p<0.01）。

第二阶段（4–5岁）：符号结构化能力显著提升。在“符号分类”“图像排序”类任务中，幼儿能主动完成概念
重组与因果归类。实验组幼儿在 BRIEF-P“工作记忆”子量表得分显著优于对照组（M=19.3 vs M=15.6, t=3.72,
p<0.001），工程思维行为得分也同步上升。

第三阶段（5–6岁）：抽象迁移与元思维雏形建立。幼儿在“计划设计”“表演故事”等任务中表现出反思调整、
自我解释等元认知特征，BRIEF-P中“情绪控制”与“转换能力”维度得分显著改善（F值均>6.50，p均<0.01）。

4.2 关键变量效应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揭示了教学环境结构对高阶思维行为的显著预测作用。ECERS-3中“语言与识字”“学习活动”
两个维度得分总和可显著预测 BRIEF-P总分（β= 0.39, p < 0.01），尤其是高评分园所中的幼儿在“工作记忆”“认
知抑制”等行为表现维度得分更优，表明教学情境的符号材料丰富度与任务结构性对幼儿认知调节有积极影响。
详见表 1。

表 1 教学环境得分对执行功能总分的多元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回归系数β 标准误 SE t值 p值
语言与识字维度 0.24 0.07 3.21 <.01
学习活动维度 0.28 0.06 4.03 <.001
教师互动维度 0.13 0.08 1.63 0.107
常数项（截距） 2.03 0.34 5.97 <.001
模型解释力 R2 0.37 —— —— ——

此外，工程思维行为观察得分与 ECERS-3环境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46, p < 0.01）。如图 1所示，教学
环境支持度高的园所中，幼儿在“推理构建”与“反思调整”两个维度的平均得分提升更为明显，表现出更强的结构
化探索与认知自我调节倾向。

4.3 家庭文化资本的调节作用

在进一步引入家庭文化资本（FCC）变量后，调节分析显示其在“干预×环境结构→执行功能”路径中具显著
调节效应（交互项β= 0.29, p < 0.05）。在 FCC高水平家庭中，幼儿在干预后 BRIEF-P得分提升幅度达+4.73（p <
0.01），显著高于 FCC低组（+2.01）。说明家庭文化氛围可放大结构化教学对思维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清晰描绘了 3–6岁幼儿在“符号–思维”路径上的阶段性演进，验证了“三阶符号干预模型”
在认知行为发展上的积极效应。教学环境与家庭文化资本作为关键调节变量，在干预效果发挥与认知发展路径形
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凸显出通过环境优化与家庭协同促进幼儿深度学习能力建构的可行路径与机制基础。

五、讨论

本研究通过结构化干预与多维度测评，系统揭示了 3–6岁幼儿在“符号—思维”发展路径上的阶段特征及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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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不仅呈现出幼儿认知发展从跨模态感知、符号结构化到抽象迁移的阶段演进过程，也说明
了教学环境与家庭文化资本在此过程中的显著作用。

5.1 幼儿“符号—思维”发展的阶段演进机制

研究发现，幼儿符号认知与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并非线性积累，而是体现为阶段性的跃迁与整合。第一阶段
（3–4岁）表现为感官、图像与语言的初步匹配，说明幼儿已开始在多模态输入中建立符号间的关联。第二阶段
（4–5岁）体现出概念结构重组与因果归类能力的显著提升，标志着符号间关系的理解与逻辑加工的萌芽。第三
阶段（5–6岁）则出现反思调整、自我解释等元认知特征，显示幼儿开始运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与自我监控。该
发展过程与 Vygotsky和 Steiner（1979）所强调的“心理工具”功能一致，即儿童通过社会文化媒介内化外部工具，
从而实现思维能力的跃升。

5.2 “三阶符号干预模型”的有效性验证

研究结果验证了“三阶符号干预模型”在促进幼儿认知能力发展方面的有效性。该模型基于“具象锚定—系统
联结—抽象迁移”三阶段路径，通过系统化的多模态任务与项目式学习策略，推动幼儿在实践中不断建构与运用
符号系统。在第一阶段的多模态匹配任务中，降低了幼儿的认知负荷，帮助其建立表征间的初步连接；第二阶段
的结构化分类与排序任务则激活了逻辑归纳与结构理解能力；而在第三阶段的情境模拟与项目式探索中，儿童开
始在复杂任务中迁移与应用符号知识，展现出初步的元认知特征。这一干预模式契合Mayer（2005）提出的多模
态学习原则与 Bruner（2009）的“螺旋式认知发展”理论，即通过不断重组与提升符号使用水平，推动认知结构的
深化。

5.3 教学环境与家庭文化资本的交互作用机制

教学环境在干预中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多元回归分析表明，ECERS-3中“语言与识字”“学习活动”维度的评
分能显著预测幼儿执行功能发展，说明符号材料的丰富性、活动的结构化程度直接影响到儿童在“工作记忆”“认
知抑制”等核心认知能力上的表现。该结果印证了 Neuman与 Celano（2012）提出的“语义饱和度理论”，即环境
中信息密度越高，越能刺激儿童深层加工能力的发展。

家庭文化资本的调节效应亦不容忽视。研究发现，高文化资本家庭的幼儿在干预中的受益程度显著高于低文
化资本组，这可能与其在课外拥有更多语言输入机会、更高频的亲子阅读及认知互动有关。此结果与
Bronfenbrenner（1994）生态系统理论中“家庭—学校”系统的交互观点相符，强调微系统之间联动性对儿童发展的
重要影响。同时，该调节效应也提示我们注意教育公平问题：若干预策略未能覆盖家庭支持薄弱群体，可能在无
意中扩大阶层间的学习差距。因此，建议在推广此类干预策略时同步制定家庭赋能路径，如亲子活动包、家庭指
导手册、家园共育机制等。

5.4 教育理论建构与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符号—思维”递进发展模型：幼儿通过感官–图像–语言的多模态
输入初步建立符号感知基础，在结构化任务中构建符号系统，最终在社会情境与项目任务中实现抽象迁移与元认
知生成。该模型不仅丰富了当前关于幼儿深度学习能力建构的理论体系，也为学前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具
体而言，本研究带来三点启示：第一，课程设计应重视符号系统的多模态性与结构化特征，合理组织语言、图像
与操作性材料，避免信息堆叠导致的认知负荷过重；第二，教师应由“知识传授者”转向“意义建构引导者”，通过
提问、示范、反思支持等策略，引导幼儿建构符号与情境的内在联系；第三，政策制定者应将家庭因素纳入干预
设计，推动形成园所—家庭双向协同机制，确保教育干预的公平性与有效性。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验证
了“三阶符号干预模型”对 3–6岁幼儿认知发展的积极作用，强调了环境与家庭在干预机制中的交互性作用，为我
国学前教育阶段“从符号表征到高阶思维”的能力发展路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六、教育建议

6.1 课程设计路径：三阶符号干预模型的实践转化

本研究提出的“三阶符号干预模型”为幼儿园课程设计提供了阶段化、结构化的教学框架。建议园本课程开发
遵循“具象锚定—系统联结—抽象迁移”的发展逻辑，以实现从感官体验到高阶认知的螺旋上升。第一阶段“具象
锚定”应聚焦多感官符号体验，采用实物操作、角色扮演、声音模仿等方式，构建语言、图像与动作三类符号的
初步对应关系。此阶段的教学活动应注重真实情境与生活经验的整合，例如利用“自然观察日”“感官探索角”等方
式，强化幼儿的表征意识。第二阶段“系统联结”强调结构化思维的引导，课程中应融入概念图构建、因果图排序、
叙事链搭建等任务，以支持幼儿在符号之间建立逻辑联系。教学材料可选用模块化构件、符号拼图等，配合语言
引导，促进符号的系统性内化。第三阶段“抽象迁移”聚焦符号在复杂任务中的应用。建议引入项目式学习（PBL）、
跨领域探究任务等教学模式，促使幼儿在真实问题解决中使用已有符号系统进行反思、规划与表达。例如设计“幼
儿创意市集”主题活动，引导其完成品牌命名、商品标识、故事演绎等任务，发挥语言与图像的双重表达潜力。

6.2 教学环境策略：营造结构—生成融合的符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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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教学环境中“语言与识字”“学习活动”维度显著影响幼儿执行功能发展，提示环境应同时具备结构
性与生成性。在结构性层面，建议增设“符号操作区”“逻辑推理区”等专属空间，提供图表、标志、分类道具等材
料，帮助幼儿在操作中理解符号规则。在生成性层面，设立“开放式表达墙”与“思维涂鸦区”，支持幼儿用自主创
作的方式表达理解，如自由绘图、语音记录、情景重现等，强化其符号的自我生成能力。同时，教师应在互动中
承担“符号引导者”角色，运用“语言反馈—逻辑提示—情感回应”的三阶段提问策略，促进幼儿思维的外显与递进。
例如通过追问“你为什么这样画？”“这张图能不能和前面那幅连起来讲一个故事？”引导儿童将符号联结为意义
单元。

6.3 家园协同路径：数字化评价与家庭文化赋能并进

考虑到家庭文化资本在干预效果中的调节作用，建议构建“认知发展闭环”机制，实现幼儿园与家庭的双向联
动。在技术层面，推动“符号行为数字档案”建设，利用图像识别、语音转写等工具对幼儿日常活动中符号使用情
况进行数据记录，并生成阶段性成长报告。教师可据此调整教学节奏，家长亦能据此了解子女的认知进展。在家
庭参与层面，建议设立“亲子符号共创营”“家庭语图日记”等活动机制，鼓励家庭成员参与图表制作、故事重构、
实物命名等符号生成活动。通过“家园共育手册”提供具体策略与案例模板，提升家长在家庭环境中开展认知引导
的能力。

七、讨论与展望

7.1 理论深化与方法创新

本研究在理论建构与方法路径上实现三项创新：
第一，构建“符号—思维”阶段性发展模型，明确提出 3–6岁幼儿认知演进的三阶段路径，深化了符号表征理

论在早期教育领域的实践转化。该模型融合了 Vygotsky“心理工具”论、Bruner的“表征发展理论”与当前执行功能
理论，展示了语言与图像作为认知桥梁的功能机制。

第二，研究在学前教育领域率先实现“神经—行为—环境”三维数据整合。通过 fNIRS 脑成像技术，结合
ECERS-3环境评分与 BRIEF-P行为量表，建构了结构化干预、行为表现与脑功能之间的关联路径，丰富了教育
神经科学的实证范式，突破了传统认知测评单维度限制。

第三，提出“三阶符号干预模型”与“家庭文化资本调节效应”框架，为未来干预方案设计提供了可移植、可评
价的理论依据。该模型具有通用性与可操作性，可作为“课题教学—符号表达—思维提升”一体化教学实施方案的
核心理论支撑。

7.2 现实启示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结果为我国学前教育的质量提升与课程改革提供三方面启示：首先，应在国家层面加强对“符号—思
维”系统课程的政策支持，将符号系统建构纳入幼儿核心素养指标体系。课程评估不应停留于知识掌握层面，而
应关注语言、图像、逻辑等多元符号系统的整合能力。其次，政策制定应将家庭支持机制纳入干预设计，特别是
在资源薄弱地区推广“家庭教育指导包”“家长成长课堂”等低成本、高效能的干预形式，避免干预效果受限于家庭
差异，从而实现教育公平的纵深推进。最后，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发展轨迹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纵向追踪：持
续观察幼儿在小学阶段的符号迁移能力、阅读理解与问题解决能力，验证本研究所构建模型的长期影响；跨文化
比较：考察不同语言系统（如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下儿童符号加工策略的异同，探讨语言结构对认知路径的调
节机制；技术整合与伦理守护：在引入脑科学工具（如 fNIRS、眼动仪、脑机接口）的同时，强化家长知情同意
机制与数据隐私保护，构建伦理—科技双重保障体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为理解 3–6岁幼儿从符号表征到高阶思维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系统模型，也在干预策略、
评估体系与家庭协同等方面提出了可行建议。未来可持续深化教育神经科学、文化心理学与课程论的交叉融合，
推动以“深度学习—综合素养”为导向的学前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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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to Higher-Order Thinking: Developmental Pathways
and InterventionMechanisms for Deep Learning in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3–6

Chen Wang1, Xinxin Wang2*, Tao Gu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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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enters on a “symbolic–thinking” developmental framework and integrates theories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executive functio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deep learning in children aged 3 to 6. Employing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the
research combines executive function assessments, structured classroom behavior observations, learning environment
evaluations, and analyses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The study identifies a three-stage cognitive progression in young
children—from cross-modal matching to structured organization and abstract transfer.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roposed “Three-Level Symbolic Intervention Model” significantly enhances children's metacognitive regulation, causal
reasoning, and contextual transfer abilities. The study also reveal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is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by the density and structure of symbolic elements in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ccordingly, this research offers recommendations in three domains: curriculum design,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grounding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improv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quality and promoting educational equity.

Keywords: higher-order thinking; deep learning; three-level symbolic intervention model; cultural capit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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